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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受众劳动”（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Ｌａｂｏｕｒ）这一概念是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Ｓｍｙｔｈｅ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最早提出的。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从垄断资本的销售努力、资本的时空
修复等角度探讨了“受众劳动”的商品化问题，且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受众劳动”的商
品形式如受众意识、受众时间、受众数据以及传播资本对“受众劳动”的剥削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受众劳动”理论引起了许多学者对“受众劳动”的价值理论等基础范畴的批判和争论。梳理批判
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劳动”理论相关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
发展。
关键词：“受众劳动”　劳动价值论　资本积累　传播政治经济学

　　“受众劳动”（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Ｌａｂｏｕｒ）这一概念是传
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Ｓｍｙｔｈｅ（１９７７）最早提出的，他
认为在闲暇时间收看电视、阅读报纸的“受众”实际
是为广告商工作①。在他看来，传统西方马克思主
义研究存在“盲点”，没有对传播体系的经济作用给
予足够的关注，忽略了传播产业尤其是受广告支持
的传播媒体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商品———受众。他认
为大众媒体主要目的是生产学习消费的观众，为此，
呼吁激进政治经济学界的研究应从意识形态控制的

研究转向剩余价值剥削的研究。
“受众劳动”理论的提出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开辟

了新领域。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Ｇｏｏｇｌｅ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网络工具与社交媒体的迅速崛起，传播
媒体广泛地渗透进生产和生活领域，“受众”成为无
处不在的社会现象。“受众劳动”不仅是传播政治经
济学研究的热点，“受众劳动”、“数字劳工”、“产销
者”等概念也逐渐受到新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
域的学者关注。但是，“受众劳动”理论仍然广受争
议。本文对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围绕“受众劳动”所
展开的研究和争论进行梳理，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探讨“受众劳动”与价值、剩余价
值、资本积累的关系，旨在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一、“受众劳动”的商品化：无孔不入的

　　资本渗透

　　“受众劳动”范畴及其理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争
论的核心之一。Ｆｕｃｈｓ（２０１４ｂ）基于马克思的《资本
论》等文本，首先对具有“劳动”含义的两个单词“ｌａ－
ｂｏｕｒ”和“ｗｏｒｋ”进行了区分。其中，“ｗｏｒｋ”是所有
社会中一般的工作或具体劳动，而 “ｌａｂｏｕｒ”是
“ｗｏｒｋ”在阶级社会的一种历史的、异化的劳动，“受
众劳动”这一范畴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分析探讨。围
绕“受众劳动”是不是一种“ｌａｂｏｕｒ”的问题，传播政
治经济学的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分析。

（一）资本积累和“受众劳动”
认为“受众劳动”是商品形式劳动的学者，大多

基于垄断资本的剩余吸收和资本通过商品“细胞”进
行扩张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他们虽然出发点不
同，但都认为“受众商品”是资本运动的必然产物。

Ｂａｒａｎ　＆Ｓｗｅｅｚｙ（１９６６）把广告媒体理解为一种吸
收剩余的“销售努力”，广告是垄断资本试图借此进行
需求管理实现资本积累的直接产物。Ｓｍｙｔｈｅ（１９７７）
在接受Ｂａｒａｎ　＆Ｓｗｅｅｚｙ（１９６６）关于垄断资本理论的
同时，也指出他们没有对资本如何通过广告进行需求
管理以及进一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他认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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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支持的大众媒体生产出一种特殊商品———“受众”。
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受众”的非睡眠时间
都是一种“工作时间”。“受众劳动”是工厂劳动的延
伸，媒体广告商提供了特殊的“工厂”，主要功能是生
产“受众”。“受众”在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中，为 商 品 生 产 者 发 挥 营 销 职 能。Ｍａｎｚｅｒｏｌｌｅ
（２０１０）和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１２，２０１５ａ，２０１５ｂ）等在Ｓｍｙｔｈｅ
（１９７７）对传统大众媒体分析的基础上，将“受众商
品”理论应用到网络技术时代的社会媒体分析中。

Ｍａｎｚｅｒｏｌｌｅ（２０１０）基于Ｓｍｙｔｈｅ（１９７７）的“受众劳
动”商品化理论，分析了移动互联网的“受众”，提出
了“移动受众商品”的概念。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１５ａ）以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的“支持项目”（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ｓｔｏｒｉｅｓ）②为例，说明
了社会媒体的用户在作为“受众”的过程中同时承担
着市场营销的工作，社会媒体将“受众”变成了工人。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３）、Ｍｕｒｄｏｃｋ（２０１１）等走得更
远，指出商品化是推动资本主义扩张的核心动力，为
了追求剩余价值，一切都将被商品化。传播媒介技
术不仅促进了资本的跨空间运动，支持经济社会中
产品的商品化过程，而且商品化也在资本运动中渗
透进了传播组织，侵入以传播为基础的生产生活实
践，拓宽了资本扩张的商品化领域（Ｆｕｃｈｓ，２０１４ｂ）。
私人和公共空间都被资本侵入，如个人通过手机长
期登录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账户，完全对商品化的环境开放，
表面上看便利了私人交流，但是实质上被资本监督，
使用社会媒体的劳动被商品化（Ｅｋｍａｎ，２０１６）。Ｌｉ－
ｖａｎｔ（１９７９）认为，媒体资本出现后，“休闲时间不需
要出售给资本”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遭遇新
的挑战，劳动者工作外的时间本质上已成为未被支
付然而被出售的时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
段，工厂的控制权将不仅限于普通商品的生产、消费
（Ｄｙｅｒ－Ｗｉｔｈｅｒｆｏｒｄ，２０１０），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
（Ｃｌｅａｖｅｒ，１９９２），社会变成生产社会，社会关系只剩
下生产关系（Ｃｌｅａｖｅｒ，２０００）。“社会工厂”和“社会
工人”的出现将超越马克思所描述的以工资、资本为
核心范畴的资本主义社会，缺乏社会保障、工会帮
扶、卫生保健等社会福利的工人将更加普遍（Ｆｕｃｈｓ
＆Ｓｅｖｉｇｎａｎｉ，２０１３）。

（二）“受众劳动”的形式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３）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无止境
地追求剩余价值的系统，为此，资本主义首要和关键
的任务就是不断推进不同社会进程下、世界范围内
的商品化过程，并形成复杂的商品链。对于“受众劳
动”的商品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通过对消费、流

通、生产等领域的研究，提出了观看广告的“受众”、
“受众”的观看时间、使用媒体技术时产生的个人信
息等不同的商品形式的观点。

Ｓｍｙｔｈｅ（１９７７）将“受众劳动”放在消费领域中
研究，认为受广告支持的大众媒体可以生产出一种
特殊的商品，即使用媒体的“受众”。大众媒体以免
费的节目鼓励观众观看广告，生产“了解品牌和形成
消费习惯的观众”，并提供给广告商。广告商通过市
场研究公司（如 Ａ．Ｃ．Ｎｉｅｌｓｅｎ）的评估，根据“观众”
这种商品的“价值”对广告客户进行收费。“被购买
的观众”为广告商工作，其中购买特定品牌的消费者
则成了商品（Ｎｉｘｉｏｎ，２０１４）。与其他商品一样，“受
众商品”也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它的交换价
值等于媒体从广告商处获得的货币价值，使用价值
是广告商可以有目的地引导“受众”消费（Ｆｕｃｈｓ，

２０１４ｂ）。Ｋａｎｇ　＆ Ｍ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ｒ（２０１１）认为互联网技
术的兴起进一步深化了 “受众”的商品化。如

Ｇｏｏｇｌｅ公司主要借助于对用户的广泛商品化进行
盈利。媒体公司将用户分化为多个小众市场的受
众，再将他们出售给众多广告商，广告商对这些“受
众”投放具有针对性的、特定类型的商品广告。

Ｆｕｃｈｓ（２０１４ｂ）进一步发展了Ｓｍｙｔｈｅ（１９７７）关于“受
众劳动”是一种生产性劳动的观点，借鉴了 Ｔｏｆｆｌｅｒ
（１９８１）的“产销者”（ｐｒｏｓｕｍｅｒ）的概念，分析信息技
术下的“受众”商品。媒体的受众不仅是媒体节目的
消费者，也是广告商所需要的个人数据的生产者，生
产和消费的界限日益模糊。在这种商品化的过程
中，媒体使用者是二重商品化的对象。第一重商品
化是指“受众”本身是商品，被媒体出售给广告商；第
二重商品化是指“受众”的意识和行为在第一重商品
化中暴露在广告形式的商品逻辑下，被有目标性的
广告商引导进行消费。“受众”商品的价格虽然表现
为第一重商品化的结果，即支付给媒体的价格，但事
实上是基于第二重商品化中不同的群体所表现出来

的购买能力、阅览广告时间等信息所形成。当然，并
不是所有的“受众劳动”、“产销者劳动”都被商品化，
为非营利组织和项目提供内容、关注、评论的劳动虽
然创造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也不具有交换价值。

Ｍｅｅｈａｎ（１９８４）、Ｊｈａｌｌｙ（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Ｎａｐｏｌｉ
（２０１０）等人把“受众劳动”的分析放在流通领域。

Ｍｅｅｈａｎ（１９８４）认为被商品化的既不是信息也不是
“受众”，而是“受众”贡献的收视率。因为广告商是
根据媒体受众的人数、人口结构、信息渠道等付费
的。Ｊｈａｌｌｙ（１９８７）也指出Ｓｍｙｔｈｅ（１９７７）的“受众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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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定义不准确。首先，“受众”作为整体是商品的初
始形式，观看时间才是最后的组织形式，广告商购买
的是“受众”的阅读广告时间，而不是“受众”本身。
作为商品形式的阅读时间不是抽象时间，而是特定
观众的观看时间，这一时间可以通过观众规模的统
计和相应的广告频率（观众在一定时间内接收广告
信息的次数）计算得出。其次，区别于 Ｓｍｙｔｈｅ
（１９７７）认为“受众”为广告商工作的观点，Ｊｈａｌｌｙ
（１９８６）认为“受众”为媒体工作，阅读广告的时间是
“受众”的工作时间。另外，Ｊｈａｌｌｙ（１９８７）不认为“受
众劳动”是一种生产性劳动，而只是媒体资本通过帮
助产业资本降低流通成本从而共享产业资本的剩余

价值的一种非生产性行为，“受众劳动”可以促进资
本流通，增加积累，却不产生价值增值。Ｎａｐｏｌｉ
（２０１０）、Ｓｃｈｏｌｚ（２０１３）研究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受
众劳动”，虽然观众的创造性劳动对社会媒体组织来
说是越发重要的经济价值来源，但是为资本提供获
取人类生产价值潜力空间的是社会媒体，相对于“受
众”生产信息内容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社会媒体的信
息传播能力。
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对

社会媒体使用者的监督和数据收集成为可能。一些
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认为，传播方式可以被看作是
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的一部分（Ｒａｙｍｏｎｄ，２００５），
数字媒体时代的“受众”在文化消费的同时被监督，
生产出信息形式的商品（Ｄｙｅｒ－Ｗｉｔｈｅｒｆｏｒｄ，１９９９；

Ｍａｙｅｒ－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ｅｒ　＆ Ｃｕｋｉｅｒ，２０１３）。Ａｎｄｒｅｊｅｖｉｃ
（２０１３）认为这种信息形式的商品是一种特殊商品，
它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不仅可以在同一地点发
生，而且彼此交互，即用户生产的信息被监督、加总、
分析后，又成为被用户所消费的信息商品。Ｆｕｃｈｓ
（２０１４ａ）指出虽然传播媒介提供了一种文化消费和
社会交流的平台，但它同时是创造价值和利润的生
产方式，因为媒体“受众”同时具有传播媒介使用者
和数据信息生产者的身份。尽管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和

Ｔｗｉｔｔｅｒ等互联网平台不需要购买就能够使用，但
是仍然没有摆脱商品形式，而是把使用者的数据商
品化了。“受众”行为的全部信息被广告商用于更加
精准地对消费者进行定位，应该把马克思曾经描述
的自动工厂里的“看守人”与“受众”无薪的“观看时
间”紧 密 联 系 起 来 （Ｄｙｅｒ－Ｗｉｔｈｅｒｆｏｒｄ，１９９９）。

Ｍｏｓｃｏ（２００９）认为监督和衡量用户信息的更精准的
数字系统进一步优化了把观众传递到广告行业的过

程。过去只在工作场合和由专门监管人员进行的监

视限制已经进入到家庭生活，由电子设备进行，对于
依赖直接支付的网站和依赖使用者提供内容、播放
广告的简介支付网站，监督成了在线价值链的整合
工具（Ａｎｄｒｅｊｖｉｃ，２０１４），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品位和
收入进行更精准的广告（Ｎｉｘｏｎ，２０１４）。Ｓａｎｄｏｖａｌ
（２０１２）对互联网用户的经验分析发现，９０％以上的
网络平台曾对使用者的数据进行监控，并有目标性
地投放广告。网络平台的目的就是提供有吸引力的
高品质服务和体验吸引使用者，而事实上这些平台
由广告公司控制，通过销售网络平台使用者的信息
和提供投放广告的渠道获得利润。

二、剩余价值的来源：未被支付的“受众劳动”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媒体不仅仅是一种
处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工具，而且是资本积
累链条的关键部分（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１２）。“受众劳动”被
认为是解析信息时代资本积累的关键，但是媒体环境
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对“受众劳动”本质的认识更
困难（Ｎａｐｏｌｉ，２０１０）。“受众劳动”是否是一种被剥削
的劳动，是如何被剥削的，在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内部有着不同的观点，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类：一是认
为“受众劳动”是一种免费劳动，被资本无偿占有；二
是认为“受众劳动”是一种工资劳动，超过了必要观
看时间的“受众劳动”才是免费的、被剥削的劳动；三
是认为“受众劳动”是一种生产性消费，“受众”在消
费的同时从事生产，生产的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一）无偿劳动和被掠夺的劳动

Ｓｍｙｔｈｅ（１９７７）认为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受
众劳动”才真正成为一种被资本占有和剥削的劳动。
虽然１８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报纸等大众
传媒工具，但此时的媒体收入主要依靠用户购买、政
府支持，少量的广告收入主要来自于以介绍产品性
能和价格为主要目标的商家。资本间的竞争主要是
价格竞争。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后，面对生产和消费之
间的矛盾，资本家通过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混
合一体化等重组生产组织的方式应对剩余价值难以

实现的困难。资本不断集中导致垄断，价格竞争不
再是主要的竞争手段，广告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副
产品应运而生（Ｂａｒａｎ　＆Ｓｗｅｅｚｙ，１９６６）。广告成为
资本进行需求管理的主要手段，消费不再是一种自
发性的行为，而是被广告媒体刺激和驱动的行为。
尤其是二战后，战争期间生产电子设备的企业转型
生产电视等面向大众的传媒设备，再加上各国大力
支持通讯产业发展，广告媒体产业迅速繁荣，彻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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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了上门推销，成为一种意识产业（ｍｉ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受众”在广告媒体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非耐
用商品，他们了解消费品品牌、对广告品产生需求、
购买广告商品（Ｓｍｙｈｔｅ，１９８１）。这种被生产出来的
意识是有价值的，是真实消费之外的有意识价值的
消费，虽然它具有虚假的价值形式（Ｈａｕｇ，１９８６）。
生产出“受众意识”的“受众劳动”作为一种免费的劳
动力被资本占有和剥削，马克思时代劳动力再生产
独立于商品生产过程的观点不再适用于广告媒体时

代，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
随着用户参与内容生产、通过在线广告获取利

润的自由访问平台的出现，用户不再被动接受，而是
主动参与到内容生产和接受内容的选择中，但是这
样的积极参与反而成了媒体资本剥削的源头（Ｆｕｃｈｓ
＆Ｓｅｖｉｇｎａｎｉ，２０１３）。Ｌｅｅ（２０１１）和Ｐａｓｑｕｉｎｅｌｌｉ（２００９）
分别以Ｇｏｏｇｌｅ公司和其广告项目为例，说明在大众
传媒时代，媒体资本积累过程最主要的来源是平台
使用者的无偿劳动。Ｌｅｅ（２０１１）展示了Ｇｏｏｇｌｅ公司
的广告项目是如何基于使用者的劳动创造了一个自

我推进价值实现的机制。Ｇｏｏｇｌｅ公司通过将搜索
引擎、广告代理和评级体系的垂直一体化，对广告商
出售关键词，当特定关键词被搜索时允许购买了关
键词的广告优先出现，以此获得收入。这种互联网
平台实际上是“一个更加宽泛的商品经济关系的混
合体”（Ｍｕｒｄｏｃｋ，２０１１），加剧了剥削。Ｋüｃｋｌｉｃｈ
（２００５）将社交媒体中的“受众”称为“玩工”（ｐｌａｙ－
ｂｏｕｒ），意指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隐藏在娱乐中，
工作时间和娱乐时间因此失去了绝对的界限。

Ｅｋｍａｎ（２０１６）从马克思的原始资本积累理论出
发，吸收了哈维的新自由资本主义仍然存在通过资
本原始掠夺和占有而进行积累的观点，认为在互联
网时代的文化生产、分配、沟通领域中，资本通过占
有知识财富和文化生产创造力对“受众劳动”进行剥
削。在新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掠夺和占有
表现为私有化，不仅对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社会再
分配系统、社会服务、医疗、教育、公共机构、福利等
进行私有化占有，且知识、文化等非物质资源也在不
同程度上被私人占有。被私人占有的社会媒体成为
增加资本积累的工具，通过对个人信息进行监控、占
有个人的免费时间，把媒体“受众”纳入到资本循环
过程中，资本积累过程最终成为社会剥削过程。与
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原始积累存在暴力强迫一样，传
媒文化领域的掠夺性积累也同样存在文化暴力

（Ｇａｌｔｕｎｇ，１９７１）。在文化暴力强迫下，“受众”不得

不使用社会媒体，否则可能会丢失工作机会、人际关
系、社会关系、其他非物质财产等。此外，信息技术
下的用户信息被监视和售卖，构成了对“受众文化”
的第二重文化暴力。

（二）工资劳动和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
虽然同样承认“受众劳动”是一种被剥削的劳

动，但是在Ｊｈａｌｌｙ　＆Ｌｉｖａｎｔ（１９８６）看来，“受众劳动”
是一种工资劳动。节目的阅读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是
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根据马克思的劳动
力价格理论即劳动力价格是由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

的商品价值所决定，“受众”劳动力的价格由所观看
节目的制作成本决定。观众把“观看力”出售给媒体
所有者，媒体以观看节目的形式对“受众”支付劳动
力工资。在阅览节目之外，“受众”还需要阅读广告，
“受众劳动”的劳动时间可以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
余劳动时间，其中节目的阅读时间是“受众劳动”的
必要劳动时间，广告时间是“受众”生产剩余价值的
时间。
基于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两种生产方式的理

论，Ｊｈａｌｌｙ　＆Ｌｉｖａｎｔ（１９８６）进一步分析了大众媒体
中两种并存的剥削方式：一是简单增加广告时间；二
是重新组织阅读的劳动过程。增加阅读广告也就是
工作时间，相当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重新组织
劳动过程包括对受众和阅读过程的重新组织，前者
是通过媒体市场调查、评级系统等技术对观众市场
进行分割，媒体公司为特定群体准备特定的广告。
这种分类技术产生了“凝神关注”（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ｖｉｅ－
ｗｉｎｇ）效果，“受众”对广告的阅读更加“努力”，有效
地避免了广告投放时间的浪费，增加了剩余阅读时
间。后者往往通过对广告时间进行新的分割，从而
产生更多、更短的广告。在该理论看来，广告商并不
在乎时间长度，而是关注广告是否能够接触到目标
市场。更短的广告虽然意味着每一条广告支付的金
额下降，但广告商为每一秒支付的价格增加，观众在
相同的时间内阅读了更多的广告，产生了更多的剩
余价值。在现实中，传播媒体生产剩余价值的方式
往往是多种方式的糅合。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节目
和商业广告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传播媒体制作的
节目大多由广告支持，并被冠以代理商的名字，产品
不再只出现在广告中，如节目里被植入广告。甚至
有些节目本身就是广告，如体育节目，节目赞助商试
图通过将体育运动中的特质（团结、阳刚气质等）传
达到他们的产品形象中吸引消费者。儿童节目中出
现的儿童玩具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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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销劳动和部分异化
还有一种观点把“受众”在使用媒体平台和服务

过程中付出的劳动看作是消费和生产过程相统一的

产销劳动（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８）。尤其是，社会媒体的网络
用户和移动网络用户、社会媒体和社交网站（ＳＮＳｓ）
的用户，他们既“消费”诸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

Ｇｏｏｇｌｅ等新媒体企业所提供的免费服务，本身也提
供某种形式的劳动，如制作网络视频等（Ｆｕｃｈｓ，

２０１４ｂ；ＭｃＧｕｉｇａｎ　＆ Ｍａｎｚｅｒｏｌｌｅ，２０１４）。Ａｎｄｒｅ－
ｊｅｖｉｃ（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１ｂ）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应用到
“受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他首先区分了两
种信息生产：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信息生产。前者
是用户在有意识的行动中产生的数据，如在网络上
发布信息，这种劳动是用户意愿付出的。无意识的
信息生产是用户无意间所生产出来的信息，这部分
信息在作者看来是与用户行为相分离的。当社会媒
体使用者不再控制他们的劳动产品（也就是无意识
生产的信息时），剥削就产生了（２０１１ａ）。Ｆｉｓｈｅｒ
（２０１２）以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为例，说明商业媒体获得的剩余
价值主要来自于受众而不是企业员工，受众在进行
社会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被资本获得、储藏、拥
有、处理分析和出售，成为媒体资本利润的主要贡
献者。虽然在这个劳动过程中，媒体资本几乎不
对劳动进行控制和管理，但这只是媒体资本吸引
更多的产销者使用其提供的传播服务的手段，产
销者虽然有了更多的“劳动自由”，但被剥削的程
度加深了。

Ｆｕｃｈｓ（２０１４ｂ）提出了资本对“受众劳动”剥削
所涉及的三个因素：第一是强制，消费者在一定意识
形态下被迫使用传播媒介平台进行交流以维持社会

关系；第二是异化，企业拥有“产销者”不可能拥有的
平台，并凭借所有权获得通过传播媒介产生的利润；
第三是占有，“产销者”在由广告资本赞助的网络平
台上花费时间，由此产生的数字商品被互联网企业
占有并出售给广告商以进行目标广告投放，而这些
广告最终被数据生产者自身所观看或点击从而最终

完成价值的实现。“产销者”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
劳动并没有被支付，免费劳动的消费者完全被剥削，
“受众劳动”使用平台的时间不仅是再生产时间而且
是生产用来销售的数据商品的工作时间。Ｆｕｃｈｓ
（２０１４ｂ）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运动过程，构建了传播
资本的资本运动公式，表示为：Ｍ－Ｃ－Ｐ１（Ｖ１）－Ｐ２
（Ｖ２）－Ｃ′－Ｍ′。其中，Ｖ１ 是与社会媒体平台、基础
设施相结合的劳动，这部分劳动是资本雇佣并支付

工资的劳动；Ｖ２ 是与传播媒介平台使用相结合的产
销劳动，是资本未支付的劳动。Ｐ１ 生产的商品不是
直接用于销售，而是用于提供媒体服务，“受众”无须
支付就能使用；Ｐ２ 是媒体服务的使用者在使用的同
时生产内容和数据的过程，生产出的数据等内容可
以用于出售；Ｃ′是平台将“产销劳动者”生产内容和
数据等出售给广告客户，以货币形式实现价值和剩
余价值。传播资本的积累策略就是通过提供免费的
服务和平台使用，让“受众”生产内容，从而积累大量
的可以作为商品出售给第三方广告商的“产销者”。
因为没有被支付任何工资，所有花费在传播媒介平
台上的时间都是剩余劳动时间。虽然只有一定比例
的广告时间转化为货币利润，但所有的广告时间都
是生产性时间。

三、盲点之争：学界内的批判

传播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引入

到文化产品的生产领域中，开创了传播研究领域马
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新范式，引起了学术界对文化
产品生产所涉及的劳动过程的重视，从而不再把文
化研究局限于意识形态和消费领域，“剩余价值”、
“剥削”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术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
领域有了一席之地（ＭｃＧｕｉｇａｎ，２００５）。但是，自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问世以来，该理论可谓毁誉参半，其中
将劳动价值理论应用到“受众劳动”的研究中成为分
歧最大的领域，不同观点的交锋一直未曾停歇，批评
方的论点和相应的回应可以总结为：

（一）“受众劳动”不可能是一种商品，不能被出售

Ｌｅｂｏｗｉｔｚ（１９８６）指出媒体资本家只能出售所有
权属于他们的商品，而“受众”的所有权显然不可能
属于媒体资本，也就不可能把受众的“受众力”转移
到广告商手中。Ｍｅｅｈａｎ（１９９３）也批评道，“受众”
这种商品无法界定，广告公司无法对“受众”的意识
和心理进行准确测度。尽管 Ａｎｄｒｅｊｅｖｉｃ（２００２）指
出“内容交互、网络形式的到来使得完全被监督的
工作成为可能”，但是这种观点把技术看作资本控
制社会的方式，而技术的控制并不可靠，时常会受
到被入侵和破坏等限制。Ｃａｒａｗａｙ（２０１１）认为“受
众”不是商品，因为“受众”的观看行为并不是在资
本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而且生产者与其所生产的
使用价值并没有发生分离，“受众劳动”生产的产品
没有发生异化，把“受众劳动”看作商品不符合马克
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而且即使假定“受
众”是商品，这种商品的价格如何决定也是一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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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决的问题。虽然Ｓｍｙｔｈｅ（１９７７）强调市场调查
公司在评估观众产品从而在确定价格方面的作用，
“对观众的科学样本调查产生的结果，就像对糖等
商品评级的结果一样是可靠的”，但这并不能反过
来说广告评估公司的存在是“受众”商品存在的理
由，而且市场调查公司也不能对受众这种“商品”的
价值进行测量。
对于否认“受众劳动”是一种被资本控制的商品

的观点，Ｐｒｏｄｎｉｋ（２０１２）进行了反击。他认为虽然这
种观点表面上看是正确的，但是正如传统生产过程
不能对劳动进行完全的控制一样，媒体资本采取了
一种更为含蓄的方法部分控制和使用“受众劳动”。
使用条款和隐私声明等是媒体资本对“受众劳动”就
使用和控制等问题进行的“协商”。“受众”可以拒绝
某一个社会媒体公司，正如在传统生产过程中劳动
力可以拒绝某一个雇主一样，但是他们的选择都是
有限的，最终仍然要为资本劳动。正如马克思将劳
动过程中的工人抽象为劳动力一样，Ｓｍｙｔｈｅ（１９７７）
的“受众劳动”是对媒体资本的受众的抽象。
另外一种认为“受众劳动”不是商品的观点则基

于该种劳动是免费的、因而不能被商品化的立场。

Ｈｅｓｍｏｎｄｈａｌｇｈ（２０１０）认为许多义务劳动（如业余足
球教练）都是免费的，所以不能因为“受众劳动”是无
偿的，就认为它们是被剥削的劳动。Ｗｉｔｔｅｌ（２０１２）
认同这种观点，指出“受众劳动”是免费的，所以意味
着没有被出售，因而不是商品，而且这种免费的劳动
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无法分析是如何被剥削
的。Ａｒｖｉｄｓｓｏｎ　＆ Ｃｏｌｌｅｏｎｉ（２０１２）也认为 Ｓｍｙｔｈｅ
（１９７７）的“受众劳动”商品论错误的地方在于“受众
劳动”是一种无薪的劳动，没有价格，不能被看作是
价值的来源。
这种观点遭到了 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９７）和Ｆｕｃｈｓ（２０１４ｂ）

的批判。Ｆｕｃｈｓ（２０１４ｂ）认为Ｈｅｓｍｏｎｄｈａｌｇｈ（２０１０）和

Ｗｉｔｔｅｌ（２０１２）没有意识到商品化的劳动的关键是有商
品的产出，他们混淆了没有商品产出的私人活动和
产生“受众”的、为资本主义企业服务的劳动这两种
不同的劳动形式。Ａｒｖｉｄｓｓｏｎ（２０１１）的错误之处在
于将有偿工资看作剥削的前提，事实上，前资本主义
社会的奴隶在被剥削的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收入，
但不能否认他们被剥削的事实。“受众劳动”与过去
的奴隶之间的差别在于后者是被暴力所镇压，而前
者是被意识形态所强迫，在资本主导的互联网时代，
如果劳动力脱离这一社会网络，就有可能被周围环
境所孤立。

（二）“受众劳动”不是一种生产性行为，不可能
生产可供剥削的价值

Ｌｅｂｏｗｉｔｚ（１９８６）认为受众只是作为买者进入流
通领域，他们是否看或听广告和寻找消费信息都无
关紧要，起作用的只是他们的购买行为。根据马克
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是劳动力在超过必要
劳动时间的时间内生产出来的价值，只能在生产过
程中生产出来，“受众劳动”是一种非生产的消费行
为，不可能生产出剩余价值。Ｈａｕｇ（１９８６）认为

Ｌｅｂｏｗｉｔｚ（１９８６）的这种观点只注意到了实际的使用
价值，忽视了在物质消费之外还有意识价值的消费。
意识价值与真实的使用价值分离，是一种虚假的价
值形式。而广告的作用就是创造商品的符号价值，
虽然没有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新产生的符号
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协调者，促进了
交换价值的实现。

Ｂｏｌｉｎ（２００９）认为，“受众劳动”虽然生产出数
据，但其本身不是劳动，付出劳动的是数据的统计
者。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兴起，“受众”本身是否观看
广告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对“受众”所属群
体的准确分类，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广告推销。进
行数据统计和分类工作并不是“受众”所承担的，所
以“受众劳动”并非生产性劳动。Ｍｏｓｃｏ（２００９）和

Ｆｕｃｈｓ（２０１４ｂ）并不认同这种观点。Ｆｕｃｈｓ（２０１４ｂ）
从马克思对价值和价格的分析出发，以交通劳动类
比观看广告的受众，认为“受众劳动”才是生产价值
的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交通劳动看作生产
性劳动，因为交通劳动改变了商品的地理位置。相
应地，广告形成了交流空间，向消费者传达了使用价
值承诺，传播媒体商雇佣的工人和“受众”类似于传
统产业中的交通工人，他们的劳动共同完成了传输
信息这种商品的任务，因而是生产性劳动。Ｍｏｓｃｏ
（２００９）将这个传达信息的过程称之为“空间化”
（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传媒本质上是促进商品销售的广
告信息载体。“受众”的观看时间决定了商品的价
值，而统计者只是确定了商品的价格。
新媒体出现后，许多批评“受众劳动”的理论认

为，相较于传统大众传媒“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
息，在社会媒体中，“受众”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
到社会媒体活动中，因而不可能是一种剥削行为
（Ｊｅｎｋｉｎｓ，２００８；Ｔａｐｓｃｏｔｔ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２０１０；Ｊｅｎｋｉ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但这种批评也遭遇了猛烈的回击，Ｂｅｎ－
ｋｌｅｒ（２００６）、Ｌｉｈ（２００９）和Ａｉｇｒａｉｎ（２０１２）等人认为，恰
恰是在社会媒体领域，“受众劳动”更加表现为被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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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的劳动，因为“受众”创造了价值却没有得到任何
回报。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１２）认为社会媒体的“受众”虽然有
了更高的参与度，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去异化”，但这
同时伴随着剥削的深化。社会媒体资本的首要任务
是资本积累，价值主要来源不是媒体企业的员工，而
是社会媒体的用户。区别于传统的大众媒体，社会
媒体更加依赖用户提供的信息，所以竭力提供更加
具有吸引力的节目和功能，鼓励用户建立社会网络、
共享信息、社会联络，提供更加真实准确的信息。
“去异化”本身是为了更深重的剥削。Ａｎｄｒｅｊｅｖｉｃ
（２００２）以“剥削２．０”描述Ｇｏｏｇｌｅ和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依
赖用户创造内容的社会媒体的新剥削方式。虽然用
户在社会媒体网络平台上花费时间，无薪的劳动创建
了用户生成的内容和交易数据，但这些数据形式的劳
动商品却不归劳动者所有，网络企业借助于隐私政策
条款等方式获取这些数据，再将这些数据销售给广告
客户（Ｆｕｃｈｓ　＆Ｓｅｖｉｇｎａｎｉ，２０１３）。

（三）传播媒体商获得的不是出售商品的费用

Ｌｅｂｏｗｉｔｚ（１９８６）认为广告商获得收入是因为：
一方面，广告可以提高商品流通速度，提高产业资本
的年剩余价值量；另一方面，广告商可以为过剩产品
创造新的需求，增加产品销售。所以，产业资本家愿
意让渡一部分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给广告

商。产业资本家为降低流通成本、最大化剩余价值
而在众多广告资本家中进行选择，被选中的媒体资
本家获得产业资本家的部分剩余价值。与此相反，

Ｍｏｓｃｏ（２００９）和Ｆｕｃｈｓ（２０１３）等认为传播媒体上所
获得的收入来自于“受众劳动”所创造的商品的交换
价值。“受众劳动”作为一种生产性劳动，为传播媒
体商的收入贡献了价值。如同交通劳动为资本贡献
价值，“受众劳动”为传播媒体资本生产了可以用于
交换的价值。
除了来自外部的批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

传播媒体资本的利润来源也存在广泛争论。Ｍｅｅ－
ｈａｎ（１９９３）等认为，“受众”商品是一种虚拟资本，评
级企业、大众媒体、广告商之间的市场关系决定了受
众商品的价格，广告商的购买行为类似于投资，购买
决策和价格取决于广告的预期收益，传播资本家获
得的收入本质上是产业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工人所生

产的剩余价值。Ｐａｓｑｕｉｎｅｌｌｉ（２００９）以 Ｇｏｏｇｌｅ等企
业为例，说明了媒体资本如何通过网页排序算法等
对时间（广播）空间（印刷）收取租金。Ｎｉｘｏｎ（２０１４）
分析了文化消费过程，指出传播资本可以凭借对传
播工具（媒体平台）的所有权以及控制“受众”对文化

和传播媒介使用的垄断力量收取租金。Ｃａｒａｗａｙ
（２０１１）也认为传播媒体获得的是租金。媒体所有者
对商业资本家出租媒体使用权，使其广告可以被“受
众”所接受，商业资本家根据媒体所有者所吸引观众
的质量和规模决定支付的租金，这部分租金来自于商
品销售实现的剩余价值。如前所述，Ｊｈａｌｌｙ　＆Ｌｉｖａｎｔ
（１９８６）、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１２）等更倾向于将社会媒体企业
看作“工厂”。社会媒体本质上是获得、储藏、拥有、
处理分析和传递数据的工厂，这些信息通过社会媒
体被“受众”所生产，再被出售给广告商。

四、评论及展望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西方大众传播领域出现了
兼并集中和跨国发展的高潮，广播、电视等领域的综
合性媒体集团控制了政治经济生活的话语权，引起
了社会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和批评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１９９９）。在此背景下，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西方传播
研究的批判性流派之一，基于对卢卡奇（Ｇ．Ｓ．ｖｏｎ
Ｌｕｋａｃｓ）、葛兰西（Ａ．Ｇｒａｍｓｃｉ）、法兰克福学派、阿尔
都塞（Ｌ．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等文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
论的批判和吸收，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应用
于大众传播和文化工业领域的研究中（曹晋、赵月
枝，２００８；Ｍｏｓｃｏ，２００９），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
所宣称的市场解放、个人自由的增进等观点进行了
激烈的批判（黄典林，２０１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
因批判而生，以批判见长，往往被称为“批判的传播
政治经济学”（周人杰，２０１２；吴晓迪，２０１４）。在北美
和欧洲，学术界基本上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同于批
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赵月枝、邢国欣，２００７）。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的不同，批判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和欧洲的理论发展有所差

异，但自Ｓｍｙｔｈｅ（１９７７）指出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研
究“盲点”、阐明了“受众商品理论”后，“受众商品理
论”就成为北美和欧洲的批判传播理论者争论的焦
点（Ｇａｒｎｈａｍ，１９９５）。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秉
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了资本渗入到
传播领域后所产生的影响，但对“受众劳动”是否是
一种可以进行买卖的生产性劳动的判断却产生了截

然相反的结论。以Ｓｍｙｔｈｅ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受
众劳动”显然是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而

Ｃａｒａｗａｙ等学者同样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出发，却
得出“受众劳动”不可能生产出剩余价值的结论。
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兴起后，批判的传播

政治经济学学者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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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分析消费领域出现的新现象，站在劳动者角
度批判资本对劳动领域的进一步侵蚀，深化了对当
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理解，强化了传统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薄弱环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但是，批判的传播政治
经济学仍然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局限性。一方面，对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本研究有所疏忽（Ｍｏｓｃｏ，

２００９）。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二重性的
分析，商品需要同时具备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Ｓｍｙｔｈｅ等人所言的“受众”或“受众意识”因为不具
有让渡所有权的可能性，因而无法进行交换，不可能
成为商品；而Ｊｈａｌｌｙ等人所认为的受众时间实际上
是对受众劳动时间的衡量，它凝结在受众劳动所生
产商品上的量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其本身也不是商
品。同时具备商品二重性的只能是“受众”生产的数
据。但“受众”直接生产出来的数据并不直接是商
品，其本身只具有使用价值，只有被进一步“加工”成
“数据商品”后，才成为商品在传播媒体与广告商之
间进行交换。另一方面，缺乏对传媒资本的辩证唯
物分析。马克思认为人类除了需要基本的生产资料
外，还需要一定的社会交往（Ｆｕｃｈｓ，２０１４ｂ）。传播
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类沟通交流的需

要，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Ｔｗｉｔｔｅｒ等互联网平台为用户提供
了一种便利、快捷和全新的通讯和社会交往方式，使
用者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还可以主动参与到
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互联网技术也为新的生
产组织形式提供了有力支撑，生产者不仅可以根据
消费者的偏好进行商品推广，而且可以有针对性地
生产出更符合社会需求的商品。所以从某种程度来
说，社会可以有效避免或缓解盲目生产所造成的产
品过剩和资源浪费。因而，只强调传播媒介剥削“受
众劳动”的一面不免有些片面。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批判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关于“受众劳动”分歧的关键在
于对传媒资本的认识。值得研究的是，传媒资本的
运动究竟是完全独立的资本运动，还是与其他资本
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一个环节？

这是进一步阐明传播资本所获得的利润来源和形成

机制的出发点。从传媒资本的现实运动来看，传媒
资本不仅在传播领域以广告等形式存在，并且在产
业领域雇佣劳动直接进行生产或提供服务间接参与

生产，还广泛参与到金融等虚拟资本领域中。美国
最大的有限电视公司康卡斯特（Ｃｏｍｃａｓｔ）不仅提供
有线网络服务，而且投资光缆和视频等商品的生产

制作，在全球范围内有１５３０００名员工，虽然其２０１６
年利润额仅为８１６．３亿美元，但其在金融市场上的
市值高达１６５１．０５亿美元③。未来传播政治经济学
的重点将是，把传媒资本及“受众劳动”纳入到资本
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总过程中，重新审视数字信息技
术下的劳动形式和资本运动，这将有助于进一步丰
富和拓展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资本积
累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
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注：

①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特殊流派，强调

批判研究，与着重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文化与社会

再生产的关系的文化研究一起，构成了西方传播学领域的

批判学派。在北美和欧洲，学术界基本上将传播政治经济

学等同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是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

资本主义传播的传播学也被称为激进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播政治

经济学和激进传播政治经济学并不进行严格的区分。

②这是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２０１１年开发的新应用，广告商可以将普通

用户的消费、娱乐活动等变成主页上的广告推送给这些用

户的朋友，使得用户成为他们所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代言

人，并且使用社交网络将这一广告散发给他们的朋友。

③以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６日的收盘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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